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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厘清非遗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非遗的旅游开发、推

进文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长江经济带 9616 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非遗旅游响应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TOPSIS 法从省域、市域两个尺度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采用地理探测器分

析响应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分布情况看，长江经济带非遗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存在 3 个极高

密度核心区与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从响应水平看，在省域和市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均处于较低

水平，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从长江上游向中游和下游递增的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省域

尺度和市域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一致，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对提高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

响应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促进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的发展，需要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采取差

异化的区域非遗旅游发展策略，并在非遗旅游发展中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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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悠久历史文明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体现，

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的融合发展。”
[1]
非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

使其存在巨大旅游开发潜力
[2]
，非遗旅游已逐渐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响应”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系统在激励作用下

而产生的反应。
[3]
在旅游研究中，旅游响应被视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或事物间的互动关系。

[4]
非遗旅游响应度是描述非遗资源对

旅游发展作用强度大小的指标，反映了非遗资源旅游开发的适宜程度及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

非遗对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科学的方法厘清非遗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推进

文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长江经济带区域的非遗资源和旅游资源均十分丰富，具有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生态基础和文化基础，促进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新的发展优势。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与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分析

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并探讨其

影响因素，以期为优化长江经济带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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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得到政府部门、行业组织

的高度重视，非遗旅游随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大批学术成果涌现，推动非遗旅游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目前，国内关于非遗旅

游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内容集中在非遗资源旅游开发、非遗旅游发展中的遗产传承、非遗旅游利益关系、非遗旅游保障体

系等方面。
[5]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开展：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如汪宇明和马木兰

（2007)
[6]
认为非遗转型为旅游产品应保持原真性，传统音乐舞蹈类非遗项目适合采用实景歌舞展演模式；曹诗图和鲁莉（2009)

[7]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适应性分析，分别对表演艺术类、工艺美术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旅游开发构想；

阚如良等（2014)
[8]
提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主题村落再造”模式；戴俊骋和李露（2019)

[9]
提出原生自

然式开发、原地浓缩式开发、集锦荟萃式开发等非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二是从微观层面分析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如朱竑和

戴光全（2010)
[10]
认为在非遗旅游化、产品化的过程中，应注重符号化、载体化、体验化、创意化；刘娟等（2017)

[11]
认为以载体

化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进行合理解读，是实现无形遗产向旅游产品转化的首要条件；李江敏和李薇（2018)
[12]

提出

体验性是非遗旅游产品设计最重要的落脚点。三是从需求角度分析旅游者对非遗旅游产品的感知，如孙梦阳和石美玉（2012)
[13]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憩者分类的基础上，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域内外游憩者动机及决策偏好的差异；张希月和陈田

（2016)
[14]

从游客感知的视角研究影响非遗旅游产品开发的系统机理，认为在非遗产品化营造过程中应注重游客的深度体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研究 

近年来，旅游响应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的重点领域是旅游资源（如传统村落、非遗等）的旅游响应，其中非遗旅游

响应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以特定区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如张建忠等（2017)
[15]

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在

分析山西省非遗时空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非遗时空分布与旅游发展的相关度；李亚娟等（2021)
[16]
针对我

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从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发展、旅游化程度 3 方面构建分析框架，采用线性回归法分析非遗资源分布与

地区旅游发展的关系；王乐和张滢（2023)
[17]
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与 TOPSIS法对新

疆各市（区、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度进行测算，以揭示新疆非遗旅游响应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参考，但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在研究方法

上，学者们多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熵值法、TOPSIS 法等定量方法来分析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但对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

研究还不够完善；二是在研究尺度上，现有成果采取单一的省级或市级尺度，尚未进行多尺度分析。因此，构建科学的非遗旅游

发展评价指标，多尺度分析区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三、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的面积约 205 万 km2，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 个省级

行政单位，人口数量和 GDP 占全国比重均超过 40%。2016 年 3 月，中央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正

式作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登上了历史舞台。2021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十四五”长江经济带

发展实施方案》首次将长江文化与生态环保、绿色低碳、区域协调等重点任务并列起来，使长江文化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2022 年 1 月，中央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这是推动长江流域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做好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提供良好契机。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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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三星堆古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等古老而悠久，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源远而流长，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抗洪精神等绚丽而多彩。不同的文化元素不仅在该区域孕育了多元独特的文化瑰宝，还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遗资

源，非遗数量众多且门类丰富。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长江经济带非遗由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组成，国家级非遗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省级非遗数据来源于各

省市人民政府官网及文化和旅游部门官网。因各省市公布的部分省级非遗门类存在差异，故本文对于分布于多个地区、拥有多个

子项的情况进行拆分处理，经统计共有 9616 项（见表 1）。同时，本文借助 Map Location 与 Google Earth 查找非遗项目所在地

的地理坐标信息，对 9616 项非遗的所属类型和位置信息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进行归纳与整理，运用 Arc GIS 10.4 软件

建立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据库。本文涉及的文化资源数据来自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直辖市）政府官网、

文化和旅游部门网站，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11 个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新冠疫情的

影响，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均为 2019 年度。 

表 1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数量统计表   

 

（三）研究方法 

1. 熵权 TOPSIS 法 

熵权 TOPSIS 法是一种融合熵值法与 TOPSIS 法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各评价目标与正理

想解和反理想解之间的距离和相对接近度，并根据相对接近度进行排序。相对接近度取值为 0—1，越贴近 1，表明该目标距离理

想解的距离越近，反之越远。该方法适用于将多个对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找出最佳方案或竞争力最强的对象，广泛运用于产业

发展水平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竞争力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原始评价矩阵标准化处理 

首先，为消除指标量纲不一致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Yij 是无量纲化处理的第 i 个单位的第 j 个指标，xij 为第 i 个单位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 

(2）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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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j 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值；eij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j 个指标的比重；m 为评价单元个数。 

(3）确定各指标权重 

 

 

式中：W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m 为评价单元个数。 

(4）构建加强标准化矩阵 

 

 

式中，A 表示加权规范矩阵，Wj 表示上述熵值法得出的权重，Yij 为标准化矩阵。 

(5）确定正负理想解 

 

 

(6）计算每个目标至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7）计算每个目标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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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 越大，表明第 i 个评价单元的水平越接近最优水平。 

2. 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 

非遗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非遗的保护、传承、开发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受到多种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其是非遗

旅游的发展。因此，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的构建不要单单考虑非遗文化资源本身，还要考虑其所处地区的文化资源组合、旅游

业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5,16,17]，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明

确文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 3 个准则层，在此基础上遴选 12 个评价指标，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进行计算，

从而构建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是探测地理事物空间分异性的统计学方法，可以有效地探测影响地理事物变化的驱动因子。相

对于传统的空间统计方法，地理探测器有其独特的优势，即在分析过程中不需要做前提假设，同时能够克服传统统计方法处理变

量的局限性
[18]

，已在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来测算影响因子的解

释力程度，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影响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表 2 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L 为次一级区域个数（影响因子聚类分析后的分区个数），N 为研究区数量，Nh 和σh 为次一级区域个数和方差，q为

影响因子的解释力程度，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q 值越大，因子解释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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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非遗分布特征 

1. 分布类型 

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对长江经济带 9616 项非遗进行测算，得到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平均最近邻指数表（见表 3）。由表

3 可知，长江经济带非遗总体的平均最近邻指数 NNI=0.01<1，且 Z 值为-185.7<-2.58,P 值为 0，显著性水平远低于 1%，表示长

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模式。从省域尺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单元非遗的平均最近邻指数 NNI 均小于

1,Z 值均小于-2.58,P 值均为 0，显著性水平均远低于 1%，因此长江经济带非遗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且各省域单元之间集

聚程度差异较小。 

表 3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空间分布平均最近邻指数表   

 

2. 分布差异 

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非遗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非遗存在以上海和苏南地区、浙北和渝西 3 个

极高密度核心区，以成都、黔东南地区和南京为辐射中心所形成的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

总体呈现出组团状、“东西密、中部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非遗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

响。首先，非遗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上海和苏南地区、浙北、渝西、成都和南京等地区均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密度较大

的区域，人类活动对非遗分布有较大影响。其次，自然地理环境也对非遗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如长三角区域河流湖泊密布，长江、

京杭大运河和黄浦江沿线以及太湖周边都是高密度区，依水而居的生活环境和对外交流的增多有利于非遗的产生。位于四川盆

地的成都，山河密布的渝西和黔东南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地理环境使得非遗受外界影响较小，有助于非遗持久而稳定

发展。加之上述区域文化底蕴深厚，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非遗的孕育提供肥沃的土壤，奠定了非遗产

生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1. 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江苏省相对接近度值最高，

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重庆市相对接近度值最小，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低。其中，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综合得分大

于 0.5 的仅有江苏省，其余均小于 0.5，由此可见，江苏省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远高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域单元。 

表 4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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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数值，运用自然断点法，将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划分为极高响应区、次高响应

区、中度响应区、次低响应区以及极低响应区（见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属于极高响应区和次高响应区的省域单元有 2 个，

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占省域单元总数的 18.18%；属于极低响应区和次低响应区的省域单元有 5 个，占省域单元总数的 45.45%，

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较低，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基本呈现

出从长江上游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递增的趋势。 

表 5 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分类   

 

结合表 4 和表 5 可知，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三省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而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渝云贵和长江中游地

区的江西等省份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则相对较低，且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排序与地区生产总值排序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江浙沪所在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最高地区，

该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捷，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均十分发达，拥有众多世界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如

昆曲、黄杨木雕、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嘉兴乌镇、上海外滩等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聚集于此，为非遗旅

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旅游环境基础。 

2. 市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82 个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在长江经济带 182 个市域

单元中，武汉市相对接近度值最大，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奉节县相对接近度值最小，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低。

其中，非遗旅游响应度得分大于 0.4 的市域单元仅有 7 个，约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7%；非遗旅游响应度得分小于 0.2 的市域单元

有 108 个，约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59.3%。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度差异显著，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总体偏低。 

表 6 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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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度数值，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划分为极高响应区、次高响应区、

中度响应区、次低响应区以及极低响应区（见表 7）。从表 7中可以看出，属于极高响应区和次高响应区的市域单元有 34个，约

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18.68%，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属于极低响应区和次低响应区的市域单元有 109 个，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近 60%，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较低，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空间格

局呈现不均衡分布。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非遗旅游响应度排名前三位的市

域单元分别是武汉、成都和杭州，这三座城市均为经济发展强劲的省会城市，据统计三座城市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在长江经济

带各市域单元中均排名前五，且 2019 年的旅游总收入在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中排名最高，位列前三。因此，非遗旅游响应度

较低的市域单元应加快推进非遗旅游化进程，将丰富的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实现非遗经济效益最大化，有利于促

进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整体协调发展，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表 7 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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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1. 省域尺度因子探测分析 

运用因子探测器从省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见表 8）。 

表 8 省域尺度的影响因素因子探测运算结果   

 

由表 8 可知，解释力度最强的影响因子是地区生产总值（D5),q 值为 0.997，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非遗

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断。其他影响因子解释力度相对较小，均在 0.5 以下，其中，解释力度较大的是旅游接待总人次

（D9）、旅游总收入（D8）和人均可支配收入（D6),q 值分别为 0.46、0.434 和 0.431，这也表明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

对省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非遗旅游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的促

进作用，有利于加大对非遗旅游发展的投入力度，引入新技术、新手段和新理念，创新非遗旅游发展形式，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

涵，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旅游发展环境，推动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

于激发人们的旅游消费动机，提高居民文旅消费水平，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而城镇化率（D7）对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影响最

弱，这表明随着文旅融合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对非遗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小，且随着

城市发展的重心不断从物质层面向精神与文化层面转化，人们对非遗资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探索非遗旅游

发展问题对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准则层来看，q 值较大的前 6 项指标在文化资源禀赋、社

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三个准则层中均有分布，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经济环境与旅游发展环境准则层中，这印证了经济

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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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域尺度因子探测分析 

运用因子探测器从市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见表 9）。由表 9 可知，

q 值大于 0.7 的影响因子有 4个，依次为地区生产总值（D5）、人均可支配收入（D6）、旅游总收入（D8）和旅游接待总人次（D9），

这与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主导因素完全一致，这进一步印证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对提高地

区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国家级非遗占比（D1）则对非遗旅游响应影响最弱。相较而言，作为文化遗产

的两个方面，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密切关联。国家级非遗数量较少，难以对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所具

有的重大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价值，是非遗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从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准则层来看，q 值较大的前 6

项影响因子均位于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准则层中，表明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

的影响最大，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的依赖性较为显著。 

表 9 市域尺度的影响因素因子探测运算结果   

 

综上所述，在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和市域尺度上，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主导因素完全一致，均受旅游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

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最大，这是因为非遗先天便具有市场化基因，许多非遗从诞生之初便处于千百年的生产与销售之中，受

众较多。目前，国内非遗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就是是旅游开发，如非遗研学、非遗民宿、非遗演艺等。江苏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

区、贵州丹寨万达小镇、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等特色非遗旅游景区、小镇和街区等如潮涌至，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已成为文

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带动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升文旅消费能力至关重要，既能把丰富而

多元的非遗文化资源存量激活，丰富旅游供给，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能使传承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

与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长江经济带 9616 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TOPSIS 法从省域、

市域两个尺度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响应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从分布情况看，长江经济带非遗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 

在分布类型上，长江经济带非遗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且各省域单元之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小；在分布差异上，呈现以上

海和苏南地区、浙北、渝西 3个极高密度核心区，以成都、黔东南、南京为辐射中心的 3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具有“东西密、中

部疏”的不均衡分布特点。 

2. 从响应水平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基本呈现出从长江上游向中游和下游递增的趋势，极高响应区主要集中在

长三角地区；省域与市域层面的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空间格局相似，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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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影响因素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 

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主要受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接待总人次

的影响，这些因素对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程度最大。 

（二）对策建议 

1. 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 

在国家层面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非遗资源丰富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一

是挖掘区域非遗文化资源，完善非遗传承人传承体系，积极引导非遗与旅游发展相适应；二是积极谋划建设非遗产业园、非遗文

旅街区、非遗文化创意园区等非遗旅游空间载体，大力推进非遗产业的发展，以非遗产业发展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三是发

展“非遗+”模式，将非遗与研学、民宿、文创、演艺、节庆等业态结合，有效激活非遗的内在潜能，形成非遗旅游产业供给新

体系。 

2. 采取差异化的区域非遗旅游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地区拥有大量气质独特、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但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对

非遗开发的资金投入，提高非遗旅游利用效率，促进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长江中游地区非遗资源禀赋一般，但交通

较为便利，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应强化非遗与旅游的融合，积极发展非遗旅游产业，提升旅游景区的文化品位。长江下游地

区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非遗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应充分利用技术、资金及市场优势，开发创意性强的非遗旅游产品，

同时建立长效的非遗原真性评估制度，规避过度商业化对非遗真实性带来冲击及高度城镇化造成的非遗文化失传。
[19]
 

3. 在非遗旅游发展中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习俗各具特色却又彼此联系，非遗旅游产品只有扎根于地域文化，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和市场吸引力。一是将地域性非遗文化与旅游资源相融合，打造个性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品牌，对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深厚、代

表性项目集中、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可以设立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和开发。二促进当地非遗

与旅游景区相融合，不断完善非遗进景区、非遗进村寨、非遗进街区等非遗旅游发展形式，打造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非遗旅游景

区、街区、小镇和村寨，设计并推广区域精品非遗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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